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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一系列大气污染问题，亟需在宏观尺度上解析大气污染时空分布规律。 景观生态学关注

格局与过程耦合，景观“源汇”理论可对应解析大气污染物的源与汇效应，将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大气污染研究中已

成为解决当前区域发展与大气污染权衡的有效途径。 从景观生态学视角辨识了景观与大气污染物的源汇关系，系统梳理了景

观格局与大气污染的定量关系，指出当前景观格局指标仍需进一步完善以表征大气污染时空分布特征，而高质量大气污染物时

空数据的缺乏是限制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过程耦合分析的重要因素，拓展应用景观“源汇”理论，定量解析景观格局对大气污

染的源汇效应，同时进一步研发遥感反演技术，实现大气污染物分布格局的精细刻画，将为区域景观规划提供重要支撑。 强化

大气污染研究中的景观生态学分析途径，将有助于深化景观生态学格局与过程耦合研究体系，也将为景观可持续管理提供有力

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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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能源开发、交通运输及其他人类活动等强度的加剧，一方面强烈影响了城市

及周边的下垫面，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城市发展与人类健康、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日俱

增。 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存在密切的联系，景观格局中人工建筑的增加以及绿地面积的减少导致大气污染物

的剧增与扩散，出现城市热岛效应、酸雨等严重的负面现象，甚至造成生态灾难［１⁃３］。 研究景观格局演变与大

气污染形成机理的关系，优化景观配置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当前景观生态学在大气污染

与治理应用研究中的重要议题［４］。 强化大气污染研究中的景观生态学分析途径，不但对研究局地和区域环

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提高景观规划水平，为居民创造更适宜的生活环境，增进人类福祉［５］。
目前，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耦合研究已在景观生态学各研究方向上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对景观格局与大

气污染过程的耦合机理探讨依然较为薄弱。 景观生态学在大气污染研究中的应用主要围绕土地利用及景观

格局与大气污染的关系，大气污染物主要针对颗粒物，多以城市景观为研究对象，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手段是

开展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在控制大气污染进行蓝天保卫战的迫切需求下，亟待明晰景

观格局与大气环境的定量关系，提出理想景观格局模式［２］。 此外，辨识大气污染与景观格局特征的关联机

理，也是对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大气污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在学科理论层面上更深入的探讨景观生态

学格局与过程耦合研究前沿议题，具有相对明确的学科贡献。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景观与大气污染物的源汇

关系入手，系统梳理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的定量关系，提出大气污染研究中的景观生态学分析的重点关注领

域，以期从学科交叉角度推动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１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大气污染研究

从景观生态学视角出发，下垫面的空间和结构布局构成景观格局，当前的研究可以分为景观组分和景观

配置特征两个层次：在景观组分层次上强调下垫面类型的不同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研究特定景观类型对

大气污染物影响的物理效应，目前从人工建筑、绿地组分等出发进行探究，如分析绿地景观的滞尘、吸收二氧

化硫和氯气等多种大气污染物作用，探究景观类型中植物生理过程的调节效应；在景观配置层次上主要研究

不同景观组分的空间组合效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其中，应用土地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分

布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重要方法［６］。
１．１　 景观与大气污染物的源汇关系

１．１．１　 大气污染物来源

大气污染物是指在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中，产生并排放到大气中对人类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物质。 颗

粒物（ＰＭ）、氮氧化物（ＮＯｘ）、二氧化硫（ＳＯ２）和多环芳烃（ＰＡＨ）等是当前大气污染的典型污染物。 具体来

说，颗粒物（ＰＭ）来源主要是扬尘和工业活动。 氮氧化物（ＮＯｘ）和二氧化硫（ＳＯ２）主要来源于工业燃烧过程、
采暖和汽车尾气排放。 多环芳烃（ＰＡＨ）主要由煤、石油、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等有机物不完全燃烧时产生。 大

气污染物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７］，也呈现出复杂的时间动态特征，如随着区域不同空间内人口（机动车）
数量的增加，大气污染物的假日效应显著［８］，目前对大气污染物空间异质性的机理解释仍然不足，并且对人

为及其他因素影响下的溢出效应识别不充分［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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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大气污染物的景观源汇

“源”景观是指那些能够促进过程发展的景观类型，“汇”景观是指那些能够阻止或延缓过程发展的景观

类型［１１］。 对大气污染来说，“源”景观指居民区、工业用地、道路等产生或者促进大气污染的景观类型。 “汇”
景观指可以缓解或者减轻大气污染的一些景观类型或生态系统类型，如城市绿地、树林、水体等景观类型，但
也存在特殊情况，如农田在不同的季节对 ＰＭ２．５浓度影响不同［１２］，植被对 ＰＡＨ 的吸收作用也受到季节因素的

影响［１３］。 在研究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时，厘定景观与大气污染物源汇的关系，对城市下垫面不同的组分进行

合理的景观规划，有助于进行大气污染的缓解与控制，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
图 １ 展示城市下垫面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景观组分的影响是通过组分的物理属性之间的差异改变对大

气环境中物质能量交换过程，当前研究多集中于人工建筑、绿地以及水体等城市下垫面与大气环境之间相互

作用的关系，人工建筑主要指的是道路、住宅、工厂等地区。 一方面，对大气环境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由人

工建筑直接产生，如住宅区集中供暖、道路交通运输、工厂生产等排放的大量大气污染物等；另一方面，当人工

建筑达到一定数量，导致城市下垫面颜色较深，在太阳辐射下吸收大量的热量，并且在城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

中，不断反射加强能量的吸收［１４］，产生城市热岛效应。 在热岛效应的影响下，人类生活、工业生产、交通运输

过程中所形成 ＳＯ２、ＮＯｘ等大气污染物会在城市中心区域上空汇集，加重大气污染程度，对人类的健康带来严

重的危害。

图 １　 不同景观组分层次对大气环境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绿地主要指的是居民区绿地、公共绿色、农林等地区。 与人工建筑不同，绿地能够吸附大气污染物，并能

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形成“冷岛效应” ［１５］。 植物的存在对污染物具有一定吸附作用，因此空间规划考虑

绿地及污染源的空间分布可以显著提高大气环境保护的有效性［１６⁃１８］。 合理配置城市景观中绿地的空间布局

可以控制大气污染扩散，而这种作用往往会受到背景环境因素影响，对植被下垫面作用的刻画除植被本身特

征外，还需要考虑大气污染物颗粒大小、到源头距离以及排放水平、风速和湿度等［１９⁃２０］。 在主要道路和居民

点之间建立植被屏障，成熟的植被可以适度改善道路附近地区交通运输产生的大气污染状况，减少黑炭和颗

粒物大气污染移动源暴露［２１］。 有学者运用建模综合评估了伦敦的树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行道树如大比例

使用针叶树和阔叶树，ＰＭ１０沉积量将大幅度增加，规划者进行可持续的景观规划设计，可以提升未来空气质

量［２２⁃２３］。 水体组分主要指河流、湖泊、池塘等区域，水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大气污染的程度进行改善，其存

在可形成“冷湖效应”，即在相同的太阳辐射下，由于湖泊或河流的存在，反射到空气中的热量减少，水面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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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相对其他下垫面温度低，大气污染物得以扩散，污染物浓度降低。 通过对大气污染物“源”“汇”景观的

深入探索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环境形成机理，也可与景观规划直接对接，形成服务于

生态环境治理的景观优化策略。
１．２　 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的影响量化

景观格局是指景观组分在空间上的排列，探究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之间的相关规律，辨识影响大气污染

物浓度景观格局特征，有利于探索大气污染研究中的景观生态学分析途径。 格局的定量分析是研究格局与过

程相互关系的基础［２４］，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满足规划定量表达的需求。 根据景观格局与大气

污染关系进行合理景观配置，可以指导景观规划，通过定量模型分析大气污染变化，解析大气污染物与景观格

局之间的关系，是完善景观格局规划的重要基础。
目前模拟预测大气污染的方法包括使用暴露指标变量、空间插值、扩散模型和土地利用回归（ＬＵＲ）模

型［２５］，而量化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多采用 ＬＵＲ 模型，该模型采用随机模拟技术在 ＧＩＳ 系统中将空间

属性变量（如土地覆盖、交通数据、地形等）与大气污染物浓度进行回归，这一基于回归的方法可以对大气污

染物水平进行稳定评估，利用 ＧＩＳ 绘制大气污染分布，可预测识别潜在污染源，并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其他的干

预措施缓解大气污染程度［２６］。 总结梳理不同区域 ＬＵＲ 模型对多种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模拟效果及建模变量

特征（表 １），可为景观规划提供科学指引，促进景观生态学研究结果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实践应用，为城市

和区域提供景观规划途径。

表 １　 ＬＵＲ 模型应用研究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Ｕ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研究区域（国家或地区）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研究对象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预测变量 ／ 景观指数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解释率 Ｒ２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２７］ ＮＯ２

土地利用、道路交通指标、人
口密度、气候和地形变量以及
到海洋距离

５３％ 农业用地、城市用地、工
业用地、林地等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８］
ＮＯ２， ＮＯ，
黑烟， ＳＯ２

区域、居民数量、缓冲区大小、
土地利用、交通

６７％、４６％、
４９％、３５％ 家庭住所

纽约市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２９］ ＰＭ２．５ 交通、人口、土地利用 ６４．２％ 工业用地

罗马，意大利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ＣＡ ［３０］ ＮＯ２， ＮＯ， ＰＭ２．５
土地利用、交通密度、道路长
度、人口密度

３９％—６２％ 住宅、商业、政府、工业、
开放区域

哥德堡，瑞典 Ｒｏｍｅ， Ｉｔａｌｙ［３１］ ＮＯ２、
交通、人口、海拔、到海距离、
污染物排放

６８．６％；６９％（添加苯
排放项） 环形交通区、公园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Ｓｗｅｄｅｎ［３２］ ＮＯ２

海拔、密度、道路类型、交通和
土地利用

５９．４％ 城 市 的 高 速 公 路 和 工
业区

奥克兰，新西兰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ＮＺ［３３］ ＮＯ２

到主要道路的距离、１００ｍ 缓
冲区内的公交车站数目、遮阳
篷和街道宽度

７０％ 交通繁忙道路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３６ 个研究区域） ［３４］ ＮＯｘ， ＮＯ２ 本地交通密度数据

４９％—９１％，
５５％—９２％

高密度住宅用地、低密度
住宅用地、工业、港口、城
市绿地、半自然区和林地

中国台湾台北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４０］

ＮＯｘ， ＮＯ２
干道长度、工业区、城市绿地、
半自然和森林地区

８１％、７４％ 城市绿地、半自然区和森
林区、低密度居民区

奥格斯堡，德国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４１］

Ｏ３， ＰＭ， 煤烟

和 ＮＯｘ

交通、土地利用、地形和人口
数据

６８％（ＰＭ）—
９４％（ＮＯ２）

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建
筑用地、城市绿地、森林
和半自然区以及水体

辛辛那提，俄亥俄，美国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 Ｏｈｉｏ， ＵＳＡ［４２］ 元素碳
海拔、卡车数量、缓冲区公交
线路长度、土地利用

７５％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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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区域（国家或地区）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研究对象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预测变量 ／ 景观指数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解释率 Ｒ２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慕尼黑，德国

Ｍｕｎｉ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４３］ ＮＯ２， ＰＭ２．５
人口和家庭密度，缓冲区交通
变量与土地利用

５１％、６７％ 土地覆盖因子

奥斯陆，挪威 Ｏｓｌｏ， Ｎｏｒｗａｙ ［４４］ ＮＯ２， ＮＯ ａｎｄ ＮＯｘ
土地利用、交通、人口密度、
海拔

７７％、６６％、７３％ 道路

温莎，安大略省，加拿大

Ｗｉｎｄｓｏｒ，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Ｃａｎａｄａ［４５］ ＮＯ２， ＳＯ２、苯和甲苯
交通、人口密度、居住密度、土
地利用、污染物排放

７７％、６９％、
７３％、４６％ 距路桥距离

蒙特利尔，加拿大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４６］ ＮＯ２
最近公路的距离与交通量、开
放空间的面积和人口密度

５４％ 空地

埃尔帕索，德克萨斯州，美国

Ｅｌ Ｐａｓｏ， Ｔｅｘａｓ， ＵＳＡ［４７］ ＮＯ２ 海拔、距离主干道及港口距离 ８１％ 无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德国
Ｎｏｒｔｈ⁃Ｒｈｉｎｅ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４８］

ＮＯ２， ＰＭ２．５
交通密度、建筑数量、到主要
道路的距离

９０％和 ８２％ 工业城市与邻近农村地

哈密尔顿，加拿大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Ｃａｎａｄａ［４９］ ＮＯ２
土地利用、交通、人口密度、自
然地理、气象

７６％ 工业化地区

中国长江三角洲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Ｃｈｉｎａ［３７］ ＰＭ２．５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ＦＯ
＿ＬＰＩ、ＵＲ＿ＭＰＳ ３７．１％、４５．３％ 农田、 林 地 和 城 市 建 设

用地

埃尔帕索，德克萨斯州，美国

Ｅｌ Ｐａｓｏ， Ｔｅｘａｓ， ＵＳＡ［５０］ ＮＯ２， ＶＯＣ

到美墨边境的距离、公路和主
要道路的距离、交通密度、海
拔高度、人口密度、到石油设
施的距离

９０％以上
学校和两个密集场所（位
于大桥和市中心街道）

中国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３９］ ＰＭ２．５

土地利用、地形、交通、气候、
人口、污染源，景观格局指数：
ＣＡ、 ＰＬＡＮＤ、 ＬＰＩ、 ＥＤ、 ＰＤ、
ＣＯＮＴＡＧ、 ＳＨＤＩ、 ＳＨＥＩ

６８．１％、７３．３％
林地、住宅、工业、商业、
城市绿地、交通、农业、裸
地、水域和道路

中国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１２］ ＰＭ２．５

街道网络、海拔、人口、土地利
用，景观指数： ＰＬＡＮＤ、 ＰＤ、
ＥＤ、 ＳＨＥＩ、 ＣＯＮＴＡＧ

８４． ９％ （ 年） ８０． ２％
（春）６８．４％（夏）
６２． ４％ （ 秋） ６５． ８％
（冬）

建设用地、植被覆盖区、
水体、裸地和农田

中国武汉

Ｗｕ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５１］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

土地利用、位置、气象、交通
量、道路长度、距市中心距离、
周围 ５００ｍ 缓冲区未建面积比
例，景观指数 ＬＳＩ

４８．３％—９６．９％、
３６．５％—９８．２％ 城市湖泊湿地

中国香港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５２］ ＰＭ２．５
土地利用、景观指数：ＰＬＡＮＤ、
ＬＰＩ、ＡＩ、ＣＯＮＮＥＣＴ ８９．８％ 城市用地、混交林、灌丛、

农田、草地、水体

　 　 ＮＯ２：二氧化氮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ＮＯ：一氧化氮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ＳＯ２：二氧化硫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ＰＭ：颗粒物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ＶＯＣ：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ＦＯ＿ＬＰＩ：森林最大斑块指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ＵＲ＿ＭＰＳ：城市建设用地平均斑块面积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ＣＡ：斑块类型面积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ＰＬＡＮＤ：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ｃｈ ｔｙｐｅｓ；ＰＤ： 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ＰＩ：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ＥＤ：边缘密度 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ＰＳ：平均斑块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ＣＯＮＴＡＧ：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ＨＤＩ：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ＳＨＥＩ：香农均匀度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ＡＩ：聚合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ＬＳＩ：景观形状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ＥＣＴ：连接指数 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使用 ＬＵＲ 模型的优势是能够预测城市空气质量限值的超标情况，评估减轻污染措施的有效性，通过模型

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可作为环境和健康政策的基础，用于预测特定大气污染的缓解措施效果［２７］。 ＬＵＲ 模型已

成为预测城市或国家尺度上无监测数据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的重要方法。 具体应用中，当地交通强度数据是

ＬＵＲ 模型的重要预测变量 ［２８⁃３１，３５⁃３８］，海拔等地理特征对城市空气质量也有较大影响，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能

够显著提高模型的性能［３２⁃３３］。 在欧洲大气污染影响研究 （Ｅｓｃａｐｅ）中， ＬＵＲ 模型能够解释年平均 ＮＯ２和 ＮＯｘ

浓度的空间变化［３４］。 在对中国 ＰＭ 时空格局探索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 ＰＭ 与人口规模、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周边排放量呈正相关，与降水量和风速呈负相关［３５］，其中气候因素中风速对其影响最为严重［３６］，但大面积绿

色景观的存在能使 ＰＭ 浓度维持在较低水平。 从景观层面上，景观的均匀度及破碎度与 ＰＭ２．５浓度密切相

９３４　 ２ 期 　 　 　 权秋梅　 等：景观生态学在大气污染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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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１２］，将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指标纳入 ＬＵＲ 模型来估算 ＰＭ２．５浓度是当前研究的新趋势 ［３７］。
当然，ＬＵＲ 模型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ＬＵＲ 模型虽然能够较好地预测空间的变异性，但是不同研究之间的

模型结构存在很大差异。 数据质量和土地利用的差异也导致模型性能的差异，需采用更标准的方法进行数据

的收集；模型基于土地利用对大气污染物浓度进行评估，存在空间范围大、时间分辨率低的特点，通过对 ＬＵＲ
模型与气象变量模型进行耦合，可提高其时间分辨率［６］；ＬＵＲ 模型在进行区域外推时应注意同一模型并不适

用于其他区域［３８］，其在小尺度上的适用性也需进一步研究；相比只纳入土地利用类型，ＬＵＲ 模型在引入景观

格局指数后，相应的预测精度提高［３９］，但当 ＬＵＲ 模型应用于不同污染物时，纳入景观格局指数对模型模拟能

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表 １）。 ＬＵＲ 模型方法的使用还需要更多区域性案例，对模型的可移植性及可靠性进行

探索［２５］。

２　 存在问题

纵观当前大气污染与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首先，就景观格局的刻画而言，目前

可以利用的指标含义不够明确，不利于直接筛选与大气污染扩散相关的指标；其次，就污染物的空间刻画而

言，目前相应的监测站点相对缺乏，遥感反演技术仍需进一步发展，而大气污染物自身的扩散范围过大，易受

极端天气事件影响，不利于开展格局与过程耦合分析；再次，就学科理论和实践而言，目前的分析仅针对局部

地区，缺乏多地区、多尺度的综合分析，以便对指标和模型进行开发优化，便于规划决策者做出快速评估。
第一，景观格局指标的刻画相对简略。 景观格局指数是景观格局分析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景观格局指

数只能粗略的对景观现状和总体特征进行描述，无法准确描述格局与过程相互作用关系，需要发展一系列针

对特定生态过程且具有明确指示意义的景观格局指数，因此，如何建立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景观格局指数和分

析方法，如何将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迁移扩散联系起来［２３］，是利用景观生态学研究大气污染问题的关键

问题。
第二，大气污染物的空间数据缺乏。 污染物的空间传递在大气环境中的传递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同

地区污染物的输送和扩散特征也不尽相同［５３］，大气污染物在扩散中的相互作用及极端气象事件的影响加大

了其与景观格局耦合分析的难度，此外，目前缺乏足够的监测站点和高空间分辨率的污染物排放指标数据，数
据质量限制了在多时空尺度上进行景观格局与污染扩散过程的耦合分析。

第三，景观生态学科理论与大气污染防治实践脱节。 将景观生态学应用到大气污染治理中，使土地资源

的效益达到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是目前区域发展的迫切需求。 结合人口聚集地空气改

善目标，建立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定量关系，可以指导景观格局规划以达到控制大气污染

的效果。 此外，现有景观生态学理论研究成果并未有效应用于景观规划实践中，如景观生态学“基质⁃斑块⁃廊
道”的经典格局理论以及“源汇”景观格局理论等都是景观格局分析的基础，但是如何将此理论更好地应用到

解决实际大气污染防治问题中，截至目前仍然缺乏好的实例［２３］。

３　 研究展望

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的必然趋势，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大气

污染与景观生态学的关联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管理者以及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深入研究景观格局与大

气污染过程的耦合机理，是提升景观生态学规划支持作用的关键所在。 完善景观格局指标、加强大气污染过

程的空间表征、促进景观规划实践是未来应用景观生态学研究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发展方向。
３．１　 完善景观格局指标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耦合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景观格局是生态过程的载体，生态过程是影响

格局的动因和驱动力，能够影响景观的整体动态，对于景观格局与过程互馈机制的解析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

关键环节，在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影响研究中需发展具有物理意义的景观模型或格局指数进行评价［５４］。 城

０４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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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地景观格局（如住宅区、道路格局等）与区域尺度间动力、热力的相互作用显著影响大气污染物的迁移、
转化、扩散［５５］，城市的三维格局特征（如建筑群高度）与动力粗糙度存在定量关系［５６］，可为数值模式边界层物

理参数提供重要依据，因此，筛选、完善与大气污染扩散模式相关的景观格局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刻画

平面景观格局的景观指数并不能反映城市景观（城市绿化基面、交通基面、城市建筑等）立体化和高层化的三

维特征，多尺度、多维景格局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反映景观格局特征，并拓展大气污染过程相关联的景观格局指

数集［５，５７］。 总之，景观格局指标的完善有利于定量解析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３．２　 加强大气污染过程的空间表征

大气污染物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是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探究景观格局与污染过程的重要基础，因此，亟需

加强大气污染物时空格局的定量表征。 深化遥感反演技术、耦合气候 ／气象模型模拟、优化监测网络是提高大

气污染物时空分布数据质量的重要手段［５８］。 传统遥感方法可以提供实时下垫面信息，为大气数值模型提供

有效参数［５９］，随着遥感技术进步，利用全覆盖的卫星影像与污染物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模型，可获取全覆盖

的大气污染物分布格局［５８］。 今后需在大气环境遥感的定量化、高性能传感器的研制、主动式遥感与被动式的

一体化、相关系统的建立以及多时相、多数据源（包括非遥感数据资料数据）的信息复合与综合分析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６０］；气候 ／气象模型模拟除依托于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模型模拟外，还依赖于监测数据的输入及验

证，因此，增加大气污染相关监测站点，在多个典型地区进行布点监测，并且注意多时段数据的获取，同时补充

流动监测手段获取大气污染物分布现状格局，将有利于对大气污染过程的精准刻画。 此外，大气污染物主要

存在于近地表，辨识其三维空间分布特征有利于与三维景观格局指数匹配分析，精细刻画景观格局与污染物

分布特征的定量关系，可进一步为景观格局优化、通风廊道建设提供科学支撑［５８］。
３．３　 强化对景观规划实践的定量支持

景观格局的实质揭示了景观规划的需求，景观规划通过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和绿化建设优化城市功

能［６１⁃６２］。 建立景观格局优化模型，明确不同规划方案下大气污染物状况，找出合理生态用地布局以进一步优

化空间格局［１］，是对景观规划实践的重要支撑；在城市大气污染对周边区域显著影响的背景下，从景观生态

学的“源汇”理论出发，在区域尺度上辨析“源汇”格局的时空变化是进行区域景观规划的重要前提［５８］；此外，
组建跨学科团队，多角度识别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深入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上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的

影响规律，辨析景观格局下的大气污染过程变化及污染物形成、扩散、消减机理，可为景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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